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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
注,也始终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白凯博士( Kathryn Bernhardt )一直从事江南农村社会问
题的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5农村社会与太平天国运动: 1820一 1911年的江南6( / Rural Society
and Taiping Rebellion: The Jiangnan from 1820 to l9110) ,就是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至清末的江南
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积十余年之功力,她在 1992年出版了51840一 1950长江下游地区的租
税及农民的反抗6( / Rent,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 ) 195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书。本人有幸拜读,兹将此书作一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此书讨论的重点,是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江南的抗租抗税斗争。但是,研究方法却完全
不同于以前将抗租抗税斗争纳入阶级斗争范畴的惯例, 既不是将阶级对立作为发生抗租抗税
斗争的背景和原因, 也不是将国家的赋税重压、地主的地租剥削作为这一切的根源, 而是以土
地占有、地租、赋税情况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形势变动作为背景进行详细探究和动态考量。因
此,此书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对抗租抗税斗争的具体考察,深入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
经济、社会控制等层面的状况,为人们认识 19、20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白凯的主要观点是: 国家苛敛的日渐膨胀,致使赋税增加;国家干预和农民反抗,致使地租
降低;二者的综合作用,导致地主力量的式微。马克思主义认为,商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冲击,造
成农村社会分化,农民贫困化,产生了革命。道德经济认为,帝国主义的到来和国家的作用都
使农民生活受到影响,农民被迫进行反抗以抵制这种冲击。白凯考察了长江下游地区,提出那
里具备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道德经济学家所描绘的所有革命的必要成分:经济高度商
业化, 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高度分化; 帝国主义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冲击也要比国
内其他地区更大。但是, 这里并没有成为革命的中心, 地租的消灭不是因为社会革命, 而是因
为地主力量早在革命到来之前就已经被极大削弱。
一般来说, 研究地租关系,也就是研究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研究赋税,也就是研究国家
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是,白凯对租税关系的观察更为细致。她认为, 国家、地主和农民三方
绕着地租和赋税的双轴线运动,三方关系中的任何变动都将对租税产生影响,地租和赋税不能
作为常量来考虑,而是应该置于社会关系的脉络中加以研究。国家、地主和农民三者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他们关心的内容存在异同, 正是其中的分歧和变动引起了三方关系的变
动。据此,白凯对经验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 民国时期,地租和赋税的实际水平都要低
于清代,但是,因为某些政治缘故, 农民对地租的反抗更加强烈, 而国家对地租关系的干预,则
成为抗税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
书中呈现出一条明显的主线: 18世纪之前, 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只有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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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才会加剧他们对农业产出的竞争。紧接着,人口对自然资源和政府资源不断攀升的压力、日
渐恶化的国家财政危机、外国入侵、地方社会日渐严重的无序等, 使得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呈
现紧张状态,导致租税关系出现明显的变动。
白凯博士考察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多方面的外部影响对地租和赋税关系的作用。其中至为
重要的是商业化和城市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并轨、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现代化建设。城市化和
商业化导致一田二主、定额租的盛行,以及城居地主的增多。随着地主所有制日趋破损, 地主
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日益失去人情味,被冷冰冰的契约关系所取代,双方寻求种种新手段来维护
自己对缓慢增长的农产品的权利。地主的要求和佃户的反抗加剧了地租关系中地主一佃户关
系的弱化。对国家而言,地租关系的变化具有新的含义。其一, 因为税从租办,佃户抗租的行
动直接威胁国库岁入的持续。为了保护赋税征收,清代的官员开始对收租提供更为强制性的
支持,在此过程中,他们比前人更直接地卷人了地租关系。其二,随着精英城居化,以前均由他
们在社区牵头的水利、赈济等重要工作无人顾及,国家介入并接受了这种松弛局面, 制定了方
针政策和计划措施, 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不经地主居间的直接关系。不过,因为国家缺乏
资源, 无法完全填充农村中地主一佃户关系崩溃留下的真空, 于是, 清代前期出现了绅士对地
方社会的管理形式。绅董与地方官员密切合作,履行那些过去由个别地主承担的任务和职责。
顺乎自然地,清代前期出现了一场明显的转变:特别建立在对土地和农民的私人控制基础之上
的精英权力,转变成更为广泛地建立在半官方公共活动基础之上的精英权力;地主和佃户二者
之间的直接关系,转变成通过绅士管理的间接关系。这些变化最终改变了地主、佃户和国家三
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太平天国的力量虽然不足以实现社会革命,但还是对精英造成冲击。其
后,随着国家和精英重建秩序的努力,双方的势力都得到扩张,国家在地租关系上表现出二元
性, 一方面参与地租征收, 另一方面又限制加租。世界经济对中国农耕经济的冲击力不可忽
视,租税关系因此受到世界物价和货币变动的影响。其中 19世纪 40年代的货币危机影响最
为深刻,严重威胁了精英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掌控。银铜比价急遽上升, 几乎把经济完全摧
毁,导致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 土地税飚升,地主对地租额和交纳方式都提出了有利于自己的
要求。值此之际,政治困难与经济灾难交织在一起。政治经济混乱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众抗租
抗税行动的显著升级。此外, 商业化也因为引起货币征收的增加,而使得三方关系还受到市场
力量的影响。
白凯研究的重要前提是, 农民维持生活之外的剩余极为有限,农业产出无法满足国家、地
主、农民三方的需求,造成三方十分激烈的争夺。抗租抗税斗争反映出三方关系,并成为重建
租税关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黄宗智先生在5华北的小农
经济和社会变迁6、5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6, 5中国农村的过密化和现代化: 规范认
识危机及出路6等论著中提出的农村过密化观点的继续和阐发。
方法论上, 白凯强调历史发展是多元因素作用的结果,注重探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
和人类抉择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与厦门大学历史学科一直提倡的社会经济史,
颇有相似之处。人们生活在特定社会中,思想行为的发展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为了研究
社会现象, 必要研究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人际交往等等。白凯甚至于从事件发生的背
景寻找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从独立事件中寻找共同的内涵。但是,这又与年鉴学派提倡的社会
生活全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无论布罗代尔的515一 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6还是
谢和耐的5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6,都因为面面俱到而失于内在联系的描绘,缺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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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面的有机联结,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无法得到合乎逻辑的体现。
除了观点创新、思路创新之外,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应用方面, 此书也有值得借鉴
之处。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 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论基础,而经济史研究也更
多地揭示了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原因。白凯显然已经注意到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
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和应用,讲求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注意到了阶级关系和地租问题;根据道德经济的研究方法, 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土地赋
税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 注意到了市场关系, 特别是运用物价资料来评估租税所造
成的实际负担; 利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 来解释精英和国家对农村社会
控制领域的变动情况;使用计量手段,对社会学资料进行整理,为全书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实
证基础。
白凯坚持史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强调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到史实的程序,在掌握大量史
料的基础上,对农村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和规律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种方法对于克服讲求
理论的构架而流于概念化的不良倾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也表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书中使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分布在中、日、美等国, 仅就地租资料来说,就引用了苏州博物馆藏
5慎余堂租田簿6、5世楷置产簿6、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5怀氏文书6、5东洋文化研究
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6等资料。在写作过程中, 作者十分注意对相关论著的介绍, 全书始
终贯穿着总结前人成果、提出自己观点的辨证方法。此书值得一读。
(上接第 84页)
得知每户大致平均 6157口,则黄淮海地区人口数目大约是 7 173 566人。本区的户数与口数
同样地分别占全国户、口数的 4414%。
西晋人口问题, 有几个因素必须予以注意。第一,西晋之著籍人口,较之曹魏有大幅度增
加。这里除去几十年的自然增殖因素外, 西晋中央政府于泰始二年( 266 年)十二月, / 罢农官
为郡县0, ¹ 将居住在各州郡的屯田客统统划作地方的编户齐民,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第
二,西晋各级统治者大肆霸占良田,隐匿人口。如中山国王司马睦除/占官稻田0外, 又诈冒复
除了 700多户人口, 而太康元年( 280年)登录的中山国著籍人口是 3 200户。也就是说,仅司
马睦一人便占去了相当比重的户口。由此可见, 当时私占户口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关于西晋
漏户,葛剑雄在5中国人口发展史6一书曾指出: /除屯户已经纳入户籍,军户会因战争结束而减
少以外,其他造成户口隐漏的条件没有改变, 官方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0
第三,西晋年间的黄淮海地区,除连年遭受水灾、蝗灾外,还流行过严重的瘟疫,这对人口的持
续增长肯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纵观魏晋时期户口与劳动力发展状况,大致可以认定:整个黄淮海地区人口相对稳定,虽
说也有迁出徙入现象出现,但并不是无序的, 而是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部署。较之汉末
以及十六国时期无序状态下的大规模迁徙,颇具优越性。其分布是相对合理的,有利于改善各
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从而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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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晋书6卷 35武帝纪6。
